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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经济作物领域中专业户的大量涌现、专门商人的日益活跃、专门市场的日趋繁荣和专门税的大量征收可
以窥见唐代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生产状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对其研究仍具有十分深远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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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亦称“工业原料作物”、“特用作物”、“工艺作物”。指收获物主要供作工业原料的一类作物。按
用途可分为：纤维作物、油料作物、糖料作物、淀粉作物、嗜好作物、饮料作物、橡胶作物、染料作物、药用作
物、鞣料作物、芳香油料作物等［1］。唐代作为我国古代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其商品性经济作物生产的贡
献不容忽视。唐代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桑、麻、茶叶、甘蔗、水果、蔬菜、花卉、药材等。在唐代，这些经济作物的
种植和经营表现出明显的商品性，可以从唐代经济作物领域中专业户的大量涌现、专门商人的日益活跃、
专门市场的日趋繁荣和专门税的大量征收得以证实。

1 从专业户的大量涌现看唐代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生产

1 ．1 桑、麻和茶叶等方面表现突出
《资治通鉴》卷 216天宝十二载“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2］。北
方地区同样种桑养蚕，《全唐诗》卷 140王昌龄《塞上曲》云，“秋风夜渡河，吹却雁门桑”［3］。《太平广记》卷
133《王公直》条引《三水小牍》记懿宗咸通十一年洛阳一带饥荒严重，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有桑数十
株，当时桑叶“一斤值一锾”，价格很高，他乃“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4］。《全唐诗》
卷 299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说岭南“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3］。红蕉指的是蕉麻。另，卷 882薛曜在
《登绵州富乐山别李道士策》中描写的绵州“桑麻覆细田”［3］。《太平广记》卷 37《阳平谪仙》条引《仙传拾遗》
载“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4］。《册府元龟》卷 510
《邦计部·重敛》记文宗太和时，“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5］。《全唐文》卷 967开成五年，盐铁转运司《禁园
户盗卖私茶奏》说武宗时，“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6］。另，卷 772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
宗礼状》载泸州农民“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6］。
1 ．2 甘蔗、水果、蔬菜、花卉和药材等方面表现明显
《糖霜谱》载：“唐大历中，有邹和尚者，始来小溪之伞山，教民黄氏造霜之法，伞山在县北二十里，山前
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7］《全唐诗》卷 307吕渭《状江南》描述“江南仲冬天，紫蔗节如鞭”［3］。
《太平广记》卷 12《董奉》条引《神仙传》载：“（董）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
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
岁二万余斛……妻与女犹存其宅，卖杏取给。”［4］另，卷 243载个体园艺家裴明礼，在长安金光门外栽种各
类果树，“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4］《太平寰宇记》卷 79《剑南西道》记：“僰人多以荔枝为业，
园植万株”。［8］《太平广记》卷 16《张老》条引《续玄怪录》载张老为“扬州六合县园叟也”，自称“灌园之业，亦
可衣食”。张叟老年新婚后，“园业不废，负秽镢地，鬻蔬不辍”［4］。另，卷 42《裴老》云，长安城内兰陵坊有“西
大菜园”［4］。卷 232《张存》条引《酉阳杂俎》载“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4］。《全唐诗》卷 691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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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鹤《送友游吴越》云“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3］，说的是苏州种植莲藕柑橘的

情形。唐末洪州陈陶在东湖南岸开辟园圃，“植花竹，种蔬芋，兼植柑橘，课山童卖之”［9］，已经采用雇工劳

动。《全唐诗》卷 596宣宗大中时司马扎所写《卖花者》诗：“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
辈；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3］卷 624陆龟蒙说苏州
有种花多达 10亩的卖花翁，且长期经营［3］。另，卷 629高适《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看到邺县之
西林虑山有“药苗数百畦”［3］。《白氏长庆集》卷 16《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云：“药圃茶
园为产业”［10］。
可见唐代许多地方出现了一批脱离粮食生产而专门从事某一经济作物生产的专业户，这些专门户完

全以某一经济作物的商品生产为生，某一经济作物成为他们的“衣食之源”，已经广泛地卷入到商品经济之
中。栽培某一经济作物代替种植粮食成为这些地区人们的主业，突出反映了当地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生产状
况，同时也带动了经济作物流通和市场的繁荣。

2 从专门商人的日益活跃看唐代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生产

2 ．1 桑、麻和茶叶等方面的显著表现
《新唐书》卷 50《兵志》载玄宗天宝年间，“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梁肉”［11］。据《太平广记》卷

261《柳氏婢》引《北梦琐言》记成都市场，“通衢有鬻绫罗者”，而且有“牙郎”［4］从中促成。《全唐诗》卷 691杜
荀鹤《送人游吴》曾见苏州城“春船载绮罗”［3］的一派繁忙景象。另，卷 229杜甫《夔州歌十绝句》载“蜀麻吴
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3］；卷 721李洞《送曹郎中南归时南中用军》也描述“系绦轻象笏，买布接蛮
船”［3］。《全唐文》卷 751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指出，江淮一带，“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
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6］。《太平广记》卷 172《崔碣》条引《唐阙史》
载唐末洛阳商人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4］，《太平寰宇记》卷 120《江南西道》记涪州宾
化县民户“不务蚕桑，以茶、腊供输”［8］。
2 ．2 甘蔗、水果、蔬菜、花卉和药材等方面的重要表现
《全唐诗》卷 623陆龟蒙《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云“江商贾蔗饧”［3］，可见蔗糖已被蔗商大量运销。《全
唐文》卷 985《对梨橘判》判题云：“郑州刘元礼载梨向苏州，苏人宏执信载桔来郑州。行至徐城，水流急，两船
相冲俱破，梨及桔并流。梨散，接得半；桔薄盛，总不失。元礼执信索陪，执信不伏。”［6］《太平广记》卷 401《龚
播》条引《河东记》载三蜀大贾龚播，“其初甚穷，以贩鬻果蔬自业”［4］，是水果蔬菜的个体商业经营。《太平广
记》卷 159《定婚店》条引《续幽怪录》记贞观二年宋城“菜市”有“卖菜家”陈姓老妇，“鬻蔬以给朝夕”［4］，专

靠卖菜谋生。《全唐诗》白居易《买花》诗中描绘了“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3］的盛况。《唐国史补》卷中说：
“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12］《全唐文》卷 83懿宗《恤民通商制》即强调：“如闻，溪洞之间，悉籍岭
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6］《太平广记》卷 22《仆仆先生》条引《异闻集》载光州乐
安县黄土山民仆仆先生，“凡三十余年……卖药为生”［4］；卷 153《袁滋》条引《逸史》载复州清溪山有“以卖
药为业”的儒生［4］。
在商人的作用下，远距离异地贸易以至海外贸易出现了，并提供和扩大了市场。商人成为连结生产者
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从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创造了新的需求，并促进了商品性经济

作物的生产和发展，甚至使某些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成为可能。

3 从专门市场的日趋繁荣看唐代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生产

3 ．1 桑、麻和茶叶等方面
幽州等地工商行有 22行，其中绢帛行有 12行，即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彩帛行、丝绵

彩帛绢行、丝绢彩帛行、□□帛行、□□绵行、总棉丝绢行、幞头行［13］。又《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载有帛
练行、彩帛行等绢帛行。另，还载，交河郡市场上有□布行，经营的商品就有维州布、常州布、火麻布、赀布、
小水布等，且均有各种布匹的“上、次、下”三种官方指导价等［14］。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也“自陈蔡已北，
幽州已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衡州衡山茶则“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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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卷 871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载，文宗“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
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6］，是著名的茶叶集散地。
3 ．2 甘蔗、水果、蔬菜、花卉和药材等方面
唐人李匡乂《资暇集》卷下《李环饧》载：“苏乳煎之轻饧，咸云十年来始有，出河中。余实知其由，此武臣

李环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绥福里，方见夜作，问之，云乳饧。时新开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
归。不三数月，满洛阳盛传矣。”［15］《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保存的大量行会的珍贵资料中，有“果子
行”、“涿州果子行”、“幽州果子行”的记载［13］。唐天宝二载（公元 743年）交河郡市估案中，也记载有果子
行，而且还有干葡萄、大枣等水果的价格［14］。幽州则有“椒笋行”［13］，说明菜市已经按照蔬菜品种分为若干
行。有人推测宪宗元和十二年，政府在长安禁苑芳林门南设立的新市，就可能和苑中出售蔬菜有关［16］。
《全唐诗》卷 700韦庄《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云：“才喜新春已暮春，夕阳吟杀倚楼人。锦江风散
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3］，高承《事物纪原》卷 8说：“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易玄子，大中十三年九
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玄龙冲地，货其所赍药，川俗
因谓之药市。”［17］《太平广记》卷 23《冯俊》条引《原仙记》载德宗贞元初广陵有“药市”，某道士一次购买药材
“重百余斤”［4］；同卷《张李二公》引《广异记》载扬州有“药铺”、“药行”［4］；卷 31《许老翁》条引《仙传拾遗》载
成都有“药肆”［4］。
市场是商人与消费者联系的纽带。唐代出现的这些经济作物贸易的专门地方市场，甚至区域性市场，
实现并加速了经济作物的商品化进程，是商品性经济作物生产的最重要标志。

4 从专门税的大量征收看唐代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生产

4 ．1 桑、麻和茶叶等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旧唐书》卷 48《食货志上》唐赋役法所云“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
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18］。《大唐六典》卷 3《尚书
户部》载岭南道“厥赋蕉、纻、落麻”［19］《太平御览》卷 786引《唐书》记，武太后神功二年（698年），蜀州刺史
张柬之上表曰：“（姚州）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蜀人愁怨，行者作歌，今于国家无丝发之利，
在百姓受终之酷，伏乞省罢姚州”［20］。《元和郡县图志》卷 28《江南道四》载饶州浮梁县茶叶产量巨大，“每岁
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21］。《桂苑笔耕集》卷 2《请巡幸江淮表》云，到唐末，“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
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22］地方政府通过向茶商征税而大获利益。德宗贞元九年茶税成为独立税种，征得
40万缗，后来经常维持在 50万缗至 60万缗，文宗太和年间达到 100万缗，成为财政货币收入的一个重要
来源［23］。
4 ．2 甘蔗、水果、蔬菜、花卉和药材等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新唐书》卷 12《德宗纪上》载襄州种蔗技术先进，要向朝廷贡善种甘蔗的技农，到大历十四年（公元

779年）十月才罢进［11］。另，卷 40、42《地理志》载唐廷在山南道的金州、剑南道的锦州设立橘官，管理这些
地区的柑橘种植兼收取果税［11］。《资治通鉴》卷 282《后晋纪三》高祖天福六年记，到了唐末五代时期，政府
征收果税的政策变本加厉，几乎所有的“果、菜、鱼、米都税”［2］。《册府元龟》卷 488《邦计部？赋税二》载，文宗
太和四年五月，剑南西川宣抚使崔戎奏曰：“西川税科，旧有青苗，如茄子、姜、芋之类，每 667m2或七八百文，

征敛不时，烦扰颇甚”［5］。严奇岩据《通典》土贡统计资料认为，四川天宝中贡当归 67斤，羌活 35斤［24］。
尽管专门税的征收带有强烈的超经济强制色彩，基本上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无涉，不过征收专门税

时多折钱帛，推行以钱纳税，对于商品性经济作物生产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

作用的。专门税的征收，同时也是商品性经济作物生产一定程度的产物。
显而易见，专业户的涌现、专门商人的活跃、专门市场的繁荣和专门税的征收，给唐代经济作物打下了深

深的商品性烙印，折射出唐代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生产状况。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生产，进而为手工业生产提供
了丰富的原料，促进手工业与家庭副业的发达，有利于商品生产的发展；有些则直接进入市场，丰富了市场的

交易，促成了草市、墟市等市场的产生成长和发展；同时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繁忙、餐饮旅店业的发展和地区
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因此唐代经济作物领域中专业户的大量涌现、专门商人的日益活跃、专门市场的日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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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农村干部的法制观念；要组织开展“送法下乡”等活动，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不仅仅是送制度和送
规范，重要的是送思想，送观念，必须要把真正的法律精神和现代法律意识告诉农民，努力培育他们具有现

代法律所必须具备的“平等意识”“公民意识”。讲授的内容要与农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通俗易懂，采取
形式要喜闻乐见。诸如广播喇叭、黑板报、宣传栏、法制文艺表演、法制录像、法律咨询、利用农村集贸市场
进行法律宣传等，使农民的法律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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